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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史
学科创立的影响

朱志荣

摘 要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在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
社会思潮中,为适应中国现代大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撰的需要而创立的。西方“文学”观念和
“文学批评”观念的引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基础。日本汉学界在 20世纪初中国
文学批评史研究方面是我们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的楷模，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陈

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借鉴西方学术方法，明确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内容和

建构批评史写作的体例，更加重视小说和戏曲评点的价值，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当

然在学习西方学术方法、中西相互参证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的

特征和独特的价值，避免削足适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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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关于诗文的评论和小说戏曲的评点等，但是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系统的学科。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显然是受到了现代大学建制和课程设置的影响，尤其是在学术方法

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文学批评”观念和学术方法的影响，或者借鉴受到西方学

术影响的日本学者的著作。“文学批评”这个术语本身是来自西方的，中国古代只有诗文评和小说戏曲点

评，而且由于传统的成见，小说戏曲点评还不登大雅之堂。身处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

先驱们借鉴西方是必然的。借鉴西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古代就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我们今天总结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的
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推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是在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在借鉴西方学术方法整
理国故的社会思潮中，为适应现代大学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编撰的需要而诞生的，除了一些教授的留学背

景、欧美文学著作、文学史著作和文学批评史著作的中译本面市外，作为与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有一定

渊源的日本学术界的桥梁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是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西学东渐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到民国初年达到

了高潮。最初由传教士带来西方学术思想，后来中国赴欧美和日本等地的留学生也陆续传播西方学术

思想。教会大学和现代大学的兴起，也推动了西学东渐。1915 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容闳的自传，书
名为《西学东渐记》，此后“西学东渐”一词被广泛使用。西学东渐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文学观的改变。如

王国维、梁启超在现代意义上开始重视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改变了以抒情性为主的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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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观念。1895 年，严复在政论文章中介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译为《物种探原》）和他的进化
论思想 [1]（P16），又译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进一步系统地介绍进化论思想。这同样是西学东渐的
成果。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陈中凡（原名陈钟凡）1923 年的《中国文学演进之趋
势》和郑振铎 1927年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都运用进化论的思想阐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 [2]

（P9-10）。郭绍虞也发表了两篇专文阐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这一进化论思想进而也影响了中国文学
批评史的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国文学批评演变概述”中，郭绍虞把中国

文学批评史分为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和文学批评的完成期这三个阶段 [3]（P2），从这三个
阶段的名称上我们就能看到他的文学观念受到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整理国故的时代潮流。1919 年 5 月，毛子水在《新潮》第一期第五号上发表《国故和科学
的精神》，在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国故，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包括章太炎在

《国故论衡》中对文学的定义，都是受到了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修正和补充，胡适

在 1919 年 12 月 1 日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又对整理国故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研究问题，输入
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4]（P551）1923年 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用系统的
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5]（P17）。用胡适在《先
秦名学史》里的话说，就是力图“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6]（P10）。整理
国故的时代背景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陈中凡后来在《自述》中说他在东南大学执

教期间，反对学衡派的盲目复古，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7]（P4）。这一观念影响到了陈中凡《中国
文学批评史》的写作。这是他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一种体现。

第三，现代大学课程建设和教材编撰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的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大

学体制的建立和大学教材的编写体例，无疑受到了西方的影响。1904 年 1 月，张之洞等人制定《奏定大
学堂章程》，借鉴日本学制，分“文学科”等八科，“文学科”下又分“中国文学门”等九门，“中国文学门”中

的主课包括“古文论文要言”等七门课。其中“古文论文要言”乃由教师自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论著选

讲”讲义。1923 年陈中凡在东南大学讲授“历代文评”课，就是“古文论文要言”课变化而来的。这乃是陈
中凡最初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因。同样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因在大学任教而对中国文学批评史

进行研究。郭绍虞 1927 年开始在燕京大学执教，1928 年《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中，国文系“文学批
评史”课程说明中有“注重在历史的叙述，说明其因果变迁之关系”；1936 年《燕京大学一览》“中国文学
批评史”课程说明中，则说“讲述中国文学思潮之演变”，这些都已经体现了西方学术意义上“史”的意识。

而朱东润 1931 年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其中 1931 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提到中国
文学批评史课程内容是“略述中国文学批评之源流变迁”，也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历史意识。

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基础

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引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基础。一些学者在参考

近代西方关于“文学”“文学批评”等范畴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学及批评的历史和资料，对中国文学

批评史的学科性质和学科范围进行了界定。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的 Literature 的
影响。中国古代也有“文学”概念，最初主要指“文献经典”。我们过去曾经认为不少汉语词汇是借鉴了

日本的汉字翻译，而实际上，19 世纪以来，我们自己曾经翻译了不少英语词汇。例如以“文学”一词翻译
Literature 等 [8]（P250）。鲁迅所谓“文学”一词作为英文的译名是从“日本输入”的说法，并不准确 [9]

（P96）。但日本用汉字“文学”对译 Literature 的广泛使用，和日本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深入接受，也通
过中国的留日学生和译著广泛地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19 世纪西学传入中
国，从用“文学”一词翻译 Literature 开始，“文学”则专指作为艺术的文学作品，即所谓偏于审美的纯文
学，重在表情达意。胡适说：“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4]（P46）这里的显然是西方观念中



朱志荣：论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立的影响 · 67 ·

的文学，彰显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地位。陈中凡在界定“文学”概念时，引用了美国学者亨德（Theodore
W. Hunt，1844-1930）的定义:“文学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10]（P5）他还受英
国学者温切斯特（C. T. Winchester，1847-1920）《文学批评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3 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感情、想象、思想、形式四要素的影响，提出：“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像、感
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10]（P5-6）由此可知，他对文学的定义是
源自西方的，至少是中西揉合的。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

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11]（P127）这也同样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
的编撰与研究。

在此文学观念影响下，先驱们还注意到中西方在“文学批评”意义的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借鉴

西方关于“文学批评”的界定，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含义作出界定。陈中凡参照亚里士多德以降的

西方文学批评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中国文学批评著作，把文学批评的含义分为指正、赞美、判断、分

类、鉴赏五个方面。朱东润在早期的油印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绪言》中界定“文学批评”时，列举隋

唐书志到四库诗文评类，但他认为：“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

文学接触而后。”[12]（P465）
朱自清 1947 年在《燕京学报》发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的评论，认为郭绍虞的批评

有着元批评的范式意义。朱自清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13]（P197）。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1929 年至 1930 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对中国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
评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朱自清日记里多次提到读瑞恰慈的书，说明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受

其影响。1937 年至 1939 年，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来到北京大学和后来
的西南联合大学执教，与朱自清关系密切。燕卜荪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

念。由此可见西方的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

对文学批评史提出了明确的界定。他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启发，主张文学批评应包括文学裁判、批评

理论和文学理论三个部分，分为批评的前提、进行、立场、方法、错误、批评、建设七个阶段 [14]（P4-6），从
而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体系。

西方对中国文学史批评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用西方的观念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批评问题和建构批评

史写作的体例。朱自清给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写的书评里说当时学术界的情形，往往以西方

的“文学批评”为范围“选择中国的问题”[13]（P197）。在书评里，朱自清还谈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大
困难，一是“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二是“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13]（P195-196）。这个
新系统显然是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理论观点来合理阐释中国的文学批评思想和资料。郭绍虞运用

系统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加以比较，相互参证，例如他用“知识论”“直觉”来解释

庄子，显然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影响。罗根泽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的章节分类，采用了中西合璧的

方式，如“创作论”、“鉴赏论”的名称来自西方，“音律说”“文体类”的名称则取自中国。

文学批评在西方作为独立学科，区别于文学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驱们提

供一定的借鉴，促进了文学批评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自序》里

引用法国学者古尔芒（M.Rémy de Gourmont，1858-1915）的话，提出“文学批评史也已经不复是一串
批评家的写真，而是批评的历史”[14]（P5）。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
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15]（P15）。这
就在参证中西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特性。

受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驱们明确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和内容，扩大了文学

批评的范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在元明一章中专设了“词曲评”，对朱权、沈德符、吕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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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王骥德等人的思想做了评介，超出了中国传统“诗文评”的范围。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也专

节涉及小说、戏曲评点。他用“主观化”“客观化”这种西方哲学词语来评价小说、评点戏曲。该书为金圣

叹和李渔特设了一节《四三 金圣叹论“才子”李笠翁说明小说戏曲家的“赋家之心”》[16]（P283），揭示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成就。“金圣叹和李笠翁，都有辟草莱的成绩。用历史方法来看，他

们都是上承辞赋家的心法，而脱离了历来文人所守的孔门《诗》教。”[16]（P294-295）与此前的《中国文
学批评史》相比，突破了诗文评的局限，对传统上不被重视的小说、戏曲及其评点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这

些显然都是受到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他自己也承认该书受到了西学的影响 [16]（P300），具有中西参
证的学术视野。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论述了戏曲和小说评点理论。涉及贯云石、周德清、

乔吉、徐渭、臧懋循、沈德符、吕天成、王骥德等人的戏曲批评，更专章论述金人瑞、李渔等批评家的小说

和戏曲理论。1933 年《讲义下》中说：“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日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
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

可以互相证明者。”[12]（P231）在《中国文学批评大纲》的其他部分，他还做了一定的中西比较。这些都
表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批评，增加了小说和戏曲批评的内容。

三、中国文学批评史对西学的借鉴

所谓科学方法，当时就是指西方学术方法。把西方学术方法称为“科学方法”，这当然是方法的一种

名称，但这本身也包含着褒扬的意思，而“系统化”则是指它最重要的优点。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

们普遍都主张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陈中凡 1927 年由中华书局出
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简单粗率，但有开创之功，为后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范例，也提供

了经验和教训。他提出了“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观点 [10]（P5），在中西文学参证的基础上，阐明中
国文学的具体特点。其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朱东润的《中国文

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作，都注重中西互通，以科学、系统的学术方法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启并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郭绍虞把中国文学史的阐释置于中西方文学

批评思想的交流与对话之中。他 1920 年 1 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记录杜威讲演稿》，在 1920 年
《小说月报》号外上发表过《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对西方学术有所涉猎。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他

在以西学为基础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教课编撰的教材，由于陈中凡先生率先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

程并出版教材，所以郭绍虞说：“我只是一个跟随者，照他走过的路追随而已。”[17]（P405）在《我怎样研
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中，郭绍虞曾经回顾说：“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

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17]（P435）可见陈中凡等人所借鉴的科学方法深
刻地影响到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也借鉴了西方文学批评观

念和研究方法。书中强调“‘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16]（P300）。借鉴西方的科
学方法研究学术，也是罗根泽当时明确的态度。罗根泽虽然外语水平不高，但并没有影响他对西方文学

观念和历史观的重视和间接接受。由此可知，借鉴西方是当时的学术主流，在这种学术研究观念的支配

下，西方的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也表现在用进化论的发展观来考察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中国

自古不乏文学批评思想，如周秦时代就有“孔子删诗”的文学批评现象，刘勰《文心雕龙》、曹丕的《典

论·论文》都具有鲜明的文学评论色彩，但是中国对批评理论历来重视不够。这些批评思想一直以来与

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混杂，零星不成系统，自身的不独立性影响了文学批评史的观念。与此不同，西方

的文学批评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独特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历时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正是在西

欧进化论和系统论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先驱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展开反思。陈中凡受到了美

国学者莫尔顿（R.G. Moulton）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的影响，1922 年发表了《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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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这里的“演进”说乃是对进化论文学观的发挥。这也影响到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历史

意识。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强调了进化论的文学发展观，显然也是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影

响。他在第一章中提出“这固然不同欧西的文学批评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所标榜的主义，而于各时代

中似均可有明划的区分；然亦不能谓中国文学批评全没有其思想上的根据”[3]（P2）。郭绍虞由此提出
中国的文学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的发展上也作了独到的阐释。

在具体的批评方法应用方面，几位先驱们在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也表现出鲜明的西学影响。首

先，英国学者森次巴力（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1845-1933，又译乔治·圣茨伯里）在《文
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中提出的批评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先驱们影响较大。陈中凡撰
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受到了森次巴力的影响，他在序言中将森次巴力的文学批评方法分为 12 种，
提出：“归纳、推理、判断三者，为一切批评之基础；历史的批评则又最适宜于研究。故本书于此编外，拟

再用此四种方式，对于古今各派文艺，略事衡量。”[10]（P8）他本人并没有读过原著，而是转引的，但并不
影响他对西方学术方法的接受。这种批评方法影响了陈中凡对批评对象、批评材料的选择，使得他为中

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树立了典范。罗根泽受森次巴力的启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综合了

西方多种学说，把森次巴力《文学批评史》中的 13 种批评方法列入广义的文学批评中，认为这 13 种批
评方法是不够的，“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14]（P4）。他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广义
的文学批评，力图从中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体系。

四、日本学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创立的桥梁作用

中国现代学者借鉴西方学术方法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与研究，日本学术界作为桥梁是功不

可没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在 20 世纪初是我们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的楷模，先于我们作了种种的探
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他们的研究既借鉴了西方的文学

观念和文学史观念，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又重视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其中的经验是值得中

国学者仿效学习的。中国国内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很多是通过日本学术界而间接地受

到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晚清社会积贫积弱、中国人备受歧视的社会背景下，
日本学者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盐谷温等人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认识

到日本文化的根源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怀抱着感恩和敬畏之心，对中国古代文

学加以研究，提倡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多元汲取，以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

文学批评，并认为这也是间接了解日本文学及其发展的需要。他们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在中国文学史和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研究方面，作出了种种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中国现代学者的研究起到

了先导作用。

从 1894 年到 1895 年，日本的汉文书院出版了一套《支那学》丛书，其中第四册包括了佐藤宽的
《诗学》和长尾桢太郎的《古今诗变》，从书名就可以看到它们受到了西学的影响。曾经游历中国的古

城贞吉 1897 年出版了《支那文学史》，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而且是第一次使用西
方的“文学”观念阐释中国古代文学史，虽然在文学史的具体研究中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但是它对中国

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铃木虎雄 1900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1916 年在中
国留学两年，1929 年赴欧洲各国考察半年。从 1908 年底开始，铃木虎雄担任京都帝国大学的助教授，该
校率先把文学、哲学和史学分开，使得铃木虎雄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方法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

日本现代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方面学习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

又运用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方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许多学者在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方面深

受欧美学者的影响，用日语译介了大批欧美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这使得日本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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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引起了中国文学学者学习的兴趣，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懂日语的学者，也通

过日本学者相关著作的中译本影响了中国文学专业的教授等。

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几位中国文学批评史

研究和教学的先驱都受到他的启发。中国的陈中凡、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等早期文学批评史研究者

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著作时，就参考了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其他还有青木正儿 1927 年出版的
《支那文艺论薮》（弘文堂）、儿岛献吉的《支那文学考》和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等著作也对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中国文学批评史以西释中的经验教训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作为早期知识分子努力适应世界文学思潮的一种尝试，体现着多重的历

史价值，需要辩证地看待。从 90 多年前开始，前辈学者们借鉴西方学术方法，中西参证地研究中国文学
批评史，披荆斩棘，多方探索和尝试，创立一个学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

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先驱们注重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与运用，是重要的尝试，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作出了必

要的补充，也为构建新的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也许在今天看来，这

种做法已经很平常了，但是在当年，这是需要才情和胆识的。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过程中，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借鉴，也需要注意方法。通常研究方法与

研究对象是相适应的，西方学术方法是在西方学术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是适应西方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文

学批评史研究对象的方法，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在借鉴它们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完全适应

的情形。一方面，人类的文学现象有其共同的特点，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研究方法有其先进性的一

面，这也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很多内容与西方文学批评

史又有着相当的差异性，而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需要扬弃。对于中西“英雄所见略同”的问题，可以相互

参证，而对于中西异质的观点，对于中国古代的学者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的独到见解，我们不能随

意曲解，把它们简单地比附到西方的某一个主义、某一个思想中去，而忽视中国古代直觉体验的特点与

西方认知逻辑下文学批评思想的差异性。

用西方文论的思想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资料，当然有个度的问题。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借

鉴西方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西释中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的情形。罗根泽在《学

艺史的叙解方法》中重视中国学术和学术史自身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反对将中西思想“揉合”，以中国

学术简单“附会”西方学术, 反对把西方学术当作“判官”，而把中国学说当作“囚犯”[18]（P44）。王瑶
也曾经反对以西方理论体系肢解中国文学批评史，反对削足适履。他在《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中指

出，近代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者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套用西洋文艺理论观念分析中国文献资料，当“找不出

系统的理论和观念来；于是就忽略了它在中国文论发展上的重要性, 认为无关紧要地便一笔带过了”[19]

（P93）。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先驱们很快就意识到生搬硬套的弊端，于是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纠正和调

整。朱东润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初稿时，引用了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 William
Gosse，1849-1928，今译埃德蒙·威廉·戈斯）在《英文百科全书》中“判定文学上或艺术上美的对象
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的“文学批评”定义，提到了盛世保列（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 ，
1845-1933，乔治·圣茨伯里）《文学批评史》中文学批评范围和对象的观点，这些在正式出版的《中国
文学批评史大纲》里基本上删除了，1937 年的第三稿删除了 1933 年的第二稿中多处引证的西方文学
批评思想。《讲义》在论述司马迁时认为“《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象派之论

者”[20]（P60），他还引用英国学者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又名翟理斯）《中国文学
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观点阐述司空图的诗论。这些中西比较的内容，在后来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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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也删除了，因为这些比附性的比较，难免会显得蹩脚，有些生搬硬套的痕迹。

但尽管如此，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对他这本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比较中阐释的方法存在于他的研究

过程中。也有一些运用西方观念评述的内容，是讲义里没有而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的。例如

在研究唐代诗论时, 他以“为艺术而艺术”评价殷璠、高仲武和司空图等人, 而以“为人生而艺术”评价元
结、白居易、元稹等人 [12]（P100）。
在以西释中的过程中，要先弄清楚西方文艺理论的确切含义，再与中国原有的理论、资料相比较，

在中西参证中建构科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则以西方文学批评观念观

照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力求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具有现代性特质。他受美籍英国学者、美国卫斯

理安大学修辞学和英国文学教授温切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文学批评原理》中“文学四要
素”（情感、想象、思想、形式）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思想进行分解，诚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中，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被装进“四要素”的框里的，因而必须避免削足

适履的错误，绝不能以西方理论体系来肢解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这方面，郭绍虞在 1980 年中国古典文
学研究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中称颂叶嘉莹的《中国古典诗

论集》“很能贯通中西文论之长，而自然融合”[21]（P539）。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科
学方法，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建立，使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得以现代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国

文学批评中与西方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思想，它们同样有着自身的价值。中西文学批评史方法的参证比

较，无疑会有利于推动中西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发展。

那些不符合西方科学观念的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依然有着自己的特征和独特价值。由

于中西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巨大差异，各自的利弊得失也是有着巨大差异的，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批

评观念只能作为参照，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作为是非标准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行高下优劣的评判。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成果，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鉴赏实践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曾经指导过中国古代

的文学创作和实践，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国古代学者的独特概括和总结，包括中国文学自身独特的现象。

它们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系统是相通的，也体现了中国语言的独特性和中国社会背景的独特性，是中

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借鉴不能取代传统有价值的学术方法。

诸如对知人论世、通变观、文体论、义法论等方法的运用，诸如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重视，诸如范畴系统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等，都值得我们重视。因此，我们不能邯郸学步，数典忘祖，学习了西方的一些方

法，却把中国传统的优秀方法丢弃了。

总而言之，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先驱们，在西学东渐

的历史背景下，在整理国故的时代潮流中，进入现代大学里担任教职，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

究工作。他们通过在欧美国家留学和阅读欧美文学、文学批评史著作及其中译本，或者以日本作为桥梁，

间接接受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借鉴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内容和

范围。他们在中西比较、互证的过程中，基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需要，运用系统化的科学方法和

进化论等历史意识，来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初步建构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系，创立了现代意义

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为后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们

在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和借鉴西方科学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既有经验，又有教训，

值得我们继承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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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Western Academic Methods’ Influence on the Subject
Establish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Zhu Zhir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spreads to the East, in the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of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to sort
out national heritage, and in the needs of curriculum provision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concept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ubject establishmen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regard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apan is amodel for us for its learning from theWestern academic
methods which provides us with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Chen Zhongfan,
Guo Shaoyu, Luo Genze, Fang Xiaoyue, Zhu Dongrun and others, have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subject of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 drawing lessons from Western academic methods to define the
extent and cont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writing, and empathized
the value of novels and opera criticism. While learning Western academic methods and using mutual re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va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so as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of cutting one’s feet to
fit one’s shoes.

Key words western learning spreads to the east; literary criticism; mutual re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hip;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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